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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 业

明末清初的土地关系

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的基础。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占

有关系存在着三种形式，即国有土地、地主占有和自耕农占有的上

地。其中，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形式。这是长达两千多年的

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，明末清初的苏南地区自然也不例外。但是，

就这一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区而言，与明代中叶以前以及全国其他

地区相比较，又带有自己显著的特点。

首先，我们看看封建国有土地的情况。

所谓国有土地，即官 田制》田。何谓官田呢？《明史 食货志

说：“明土地之制，凡二等。曰官田，曰民田。初官田皆宋元入官田

地，厥后有还官田、没官田、断入官田、学田、皇庄、牧马草场、城壖

苜蓿地、牲地、园陵坡地、公占隙地、诸王、公主、勋戚、大臣、内监、

寺观赐乞庄田、百官职田、边臣养廉田、军、民、商屯田，通谓之官

田。其余为民田。”官田中屯田为大宗，但主要分布在边疆（军屯）

和经济残破地区（民屯）；王府、勋贵、寺观庄田的数量也相当可观，

但实际上属于私有土地。江南地区的绝大部分官田不属于以上一

类，而是一种所有权属于国家，由民间经营，政府征收地租的土地

所有制。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指出“：官田者，抄没入官，朝廷之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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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。民间只是耕种，未尝纳价。其每年上纳，止系官租，原非税

粮。” 同书还指出官田的来源有三：“国初，有因兵燹后遗下土田

无主者，有籍张士诚者。有籍没土豪虐民得罪者，此之谓官田。”

据《明史 食货志》，弘治十五年全国土地中，官田为民田的七分之

一，而苏南地区特别是苏松二府的比例则远远高于此数。据梁方

仲先生 亩，官田为估计，弘治年间苏州府土地总面积为

亩，约占垦田总数的 ；松江府土地总面积为

亩，官田为 亩，约占垦田总数的

官田之所有权既然属于政府，耕种此田之人即须向官府交纳

官租，这就带来了苏南赋额苛重的问题。按照洪武年间的规定，官

田和民田应纳之税粮数额极为悬殊，民田每亩“不过三升五升，而

其最下者有三合五合者”。而官田则“一依租额起粮，每亩四五斗、

七八斗至一石以上” 。“大抵官买田至重，籍没田次之” ，其最重

者有亩税至二三石者。也就是说官田之税额是民田的几倍乃至几

十倍。故而，由于明初官田数额的急剧扩大，苏南的田赋额也猛增

数倍。苏州府从元末应纳秋粮八十八万余石增至二百九十余万

石，松江府从六十六万余石，增至一百四十余万石。故清初沈德潜

称：“苏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，而所出之赋任天下一十分之

二。”

官田不仅田租苛重，而且在正赋之外，官吏、差役、漕军的层层

盘剥、勒索和长途转输的耗费，更大大加重了纳租者的负担。故时

人指出“：输入官仓，道路既遥，劳费不少，收纳之际，其弊更多，故

①顾炎武：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卷二十三。

②顾炎武：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卷二十一。

③梁方仲：《中国历代户口、 页。田地、田赋统计》，第

④杜宗垣：《上巡抚侍郎周忱书》，嘉庆《松江府志》，卷二十。

⑤黄印：《锡金识小录），卷一。

钱思元：《吴 补乘》，卷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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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变私租为官亦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。” 租，乃于各仓送纳，远涉

江湖，动经岁月。有二三石纳一石者，有四五石纳一石者。”②

官、私田地的负担差距既然如此之大，耕种官田者必然想方设

法变官田为民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明代官田的所有权虽然属于国

家，但耕种者是可以自由买卖的。这就成为官田转化为私田的一

，条重要途径。“村鄙之民， ⋯买卖交割之际，往往以官作民。而

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”。久而久之，“所谓官田者，非

昔日之官田矣” 。富豪地主购进土地，向官府按民田税则纳赋，

而官产田的租赋却仍由售出土地的贫民缴纳，这就形成了“小民税

存而产去，大户有田而无粮”的局面。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民地无立

锥。连阡陌者不输满顷之粮。无立锥者或办累亩之赋” 。小民

户，到无力完粮则相率逃亡，太仓直隶州在洪武年间有 宣德

七年时，仅剩 户 。这就必然积下巨额浮粮，宣德时苏州一府

逋赋额即达七百九十余万石。为此，宣德以后，江苏地方官员为解

决这一问题，采取一系列均平官、民田负担的对策。首先是江南巡

抚周忱推行平米法，使官民田统一加耗，以平衡官田、民田的负担。

年）欧阳铎等又在苏州推行“征一法”，此后，嘉靖十六年（ 调

年），嘉兴知整官田、民田科则上的差别。嘉靖二十六年（ 府

赵瀛倡仪“田不分官民，税不分等则，一概均摊。苏松常三府从而

。效之，自官田之六七斗以上，与民田之五升，通为一则” 这样做

的结果，国家的税收总额并未减少，各府、县的纳税负担也仍有倚

轻倚重之弊（即每府、县税额之轻重，视原有官田之多少而定），但

①《明经世文编》，卷十二。

杜宗垣：《上巡抚侍郎周忱书》，嘉庆《松江府志》，卷二十。

③阎若璩：《潜丘札记》，卷三。

④黄傅：《应求言议》光绪《江阴县志》，卷二十五。

⑤周忱：《与行在户部诸公书》，《昭代经济言》，卷二。

黄印：《锡金识小录》，卷一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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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了官、民田的差别，完成了官田向民田的转化。

其次，我们再来看看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。

随着封建土地国有制的衰落，官田向民田转化，以及社会生产

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大大加剧了土地兼并，于是出现了超越前代

的土地向地主阶级手中高度集中的状况。众所周知，地主阶级中

包括了贵族地主、身份地主、庶民地主和宗族地主等不同阶层，苏

南地主主要由身份地主和庶民地主构成。

身份地主：我们这里所说的身份地主，既包括了现任和致仕的

文武官员，即缙绅地主，也包括了虽无官职却有功名的举人、生员、

监生等，即绅衿地主，因为他们也都享有优免等特权。苏南历来是

科甲鼎盛之地。据统计，仅苏州府（不含太仓、嘉定、崇明等地），明

名代即中进士 名。 这些人，清代自顺治至道光年间为

全都进入统治集团，成为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僚，可以说是吴中官

员遍天下。如钱泳在《履园丛话》中说“：江汉为天下通途，吴中往

仕者指不胜屈。”故而苏南 绅地主的势力特别强大。他们既可享缙

有各种封建特权，又可凭借势力，侵吞公帑，勒索民财，强取豪夺土

地。即使在他们退职之后，也可以依恃在位时结成的关系网，称霸

乡里，鱼肉一方。至于苏南的举人、生员、监生之类，就更多得难以

计数，明代和清初，每县入 。顾炎武称，学之额，一年即达数十人

当时一个大县，“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，比比也” 。顺治中发生的

“江南奏销案”，苏、松、常、镇四府和溧阳一县，仅受到打击的生员

名。他们和缙绅地主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了即达 一个庞大的

身份地主集团，疯狂地兼并着土地。

在明代中叶以前，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，地主阶级的消

①（同治重修苏州府志》，卷六十、六十三。

②光绪：《华亭县志》，卷二十四。

③《亭林文集》，卷一，《生员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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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水平受到限制，加之太祖朱元璋对江南豪绅地主进行过严厉打

击，明政府对豪强地主也一直采取限制政策，故缙绅地主的势力发

展较缓，通过特权掠夺土地财富之风尚不十分盛行。故清初有人

说：在嘉靖以前，“士大夫畏清议，归来宦囊皆淡，无豪强兼并之

风” 。到明代中叶以后，政治腐败日益加剧，缙绅地主的势力也

不断扩大。商品经济的发展，既刺激了地主阶级消费欲望的膨胀，

又为通过商品交换来积蓄财富创造了有利条件。于是地主阶级残

酷、贪婪的本性完全暴露出来，风气为之一变。“士改清操，捆载

而归。问田求舍，每户数千百租” 。苏州府士人一登第，“则染俗

；常州府宜兴益深，动辄以数十万为业，甚且百万以上” 县，明季

缙绅之家连田以数万计，贫民不得寸土” 。其间，出现了一些著

名的官僚大地主和世家大族，如内阁首辅徐阶“有田二十四万亩，

子弟家奴横于乡里，一方病之，如坐水火” ，其田租仅在华亭县即

岁运米一万三千石，岁租钱银九千八百余两。上海、青浦、平湖、长

兴者，尚未计算在内。徐家役使的佃户不下万人 。华亭董其昌

“富冠三吴，田连苏、湖诸邑”，超过万顷以上 。常熟钱海山有“良

田四万亩，房屋七十二所。僮奴数千人” 。无锡邹望有田三十万

亩 。浙江湖州大地主董份，田连江浙两省，仅在苏州吴江县占田

①陈鸿：《熙朝莆靖小记 页。》，谢国祯编：《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》，下册，第

陈鸿：《熙朝莆靖小记》，引同前书。

③《海瑞集》下册，“附录 传记”。

④储方庆：《荒田议》、《清经世文编》，卷三十四

⑤伍志萃：《林居漫录》，卷一。

范守己：《曲洧新闻》，卷二。

佚名：《民抄董宦事实》。

崇祯《常熟县志》，卷十四。

黄印：《锡金识小录》，卷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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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达数万亩①。

明清交替之际，战乱频仍，社会动荡，江南身份地主的一部分

在“奴变”和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中遭到沉重打击，另一部分由

于效忠明王朝，在抵抗清军的过程中，遭到了清政权的镇压。即使

未遭到镇压和打击者，也随着朝代的更替，丧失了原有的政治地

位。所以有人说“：国家（指清朝）受天 此后，命，豪强皆失势。”

清政府为稳定政权，保证赋税的征收，又实施了限制缙绅地主的政

策。特别是通过“江南奏销案”，对隐田偷税的江南身份地主进行

了严厉打击，苏、松、常、镇四府和溧阳县，凡拖欠钱粮者“，不问大

僚，不分多寡，在籍绅衿，按名黜革，现在缙绅，概行降调，于是乡绅

张玉治等二千一百七十一名，生员史顺哲等一万一千三百四二六

名，俱在 余人。。其中仅常熟一县除名生员即达降革之列”

“江南奏销案”，对江南身份地主的打击是沉重的，如南汇县地

主储鼎芳“有田三千亩，以拖欠监比辱受鞭扑。陆方中田亦数千，

。一时，人们“视南亩为畏途，相父子弃家远遁” 率以田为戒矣。

往往空书契券，求送缙绅，力拒坚却；并归大户，若将浼焉。不得已

委而去之，逃避他乡。中业之产不值一文，最美之业每亩所值不过

三钱五钱而已” 。然而，这并不等于身份地主的势力已被铲除，

事实上，只要封建国家政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还存在，他们的势力

也就必然会存在和发展。康熙十四年，清廷即对因奏销案被黜绅

。康熙南巡，又“谕衿“，分别纳银，许其开复” 增入学之额，⋯⋯

①《南浔镇志》，卷十二。

②储方庆：《荒田议》、《清经世文论》，卷三十四。

③叶梦珠：《阅世编》，卷六

④光绪《南汇县志》，卷二十二。

⑤叶梦珠：《阅世编》，卷一。

叶梦珠：《阅世编》，卷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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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康、雍、于是宫墙之内，彬彬乎复旧观矣” 乾三朝，连续蠲免江

南拖欠钱粮，缙绅地主成为主要的受益者，于是，缙绅地主的势力

再度发展起来。如康熙年间，松江府已有“一户而田连数万亩，次

者三四五万或一二万者” 。缙绅地主中最典型的人物当推昆山

大地主刑部尚书徐乾学，其房屋田产遍及太仓、昆山、吴县、长洲、

常熟、吴江等地，仅在无锡一次就买慕元颜之地一万亩③。

庶民地主：庶民地主指没有爵位、世职、官衔和功名的地主。

此类地主，人数很多，清初以后，由于身份地主遭到打击，以及随着

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土地商品化程度日益加深，庶民地主的人数又进

一步增加了。

庶民地主以中小地主为多，如清代甫里“土著安业者，田不满

百亩，余皆佃农也” 。上海县“绅衿大户或几千亩几百亩，至中户

。可见，除绅衿地主小户或几拾亩几亩不等” （即身份地主）外，

一般中小地主有田不过几十亩至上百亩。当然，也有拥有上千亩

乃至上万亩的庶民地主。如常熟谭晓、谭照兄弟是典型的庶民地

主，拥有土地达数万亩，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。明末钱士升指出：

“就江南论之，富家数亩以对，百计者什六七，千计者什三四，万计

者千百中之一二耳。” 故而有人说“江南庶族之家，三万六千亩

，其可者恒是也” 信程度是很值得怀疑的。

宗族地主：所谓宗族即同宗同姓之人。顾名思义，族田则指的

是以宗族名义占有的土地。但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则在族长和倡导

①光绪《重修华亭县志》，卷二十四。

②叶梦珠：《阅世编》，卷一。

③《清史列传》，卷十，《徐乾学传》。

④乾隆：《甫里志》，卷五。

⑤康熙《松郡娄县均编要略》。

《明史》，卷二五一，《钱士升传》。

黄省曾：《五岳山人集），卷二十八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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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置族田的地主手中，我们把一类人称为宗族地主。族田同样是

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一种形式。

苏南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族田，是北宋范仲淹建于苏州的范

氏义庄，而族田的普遍出现和宗族地主的正式形成，则是明代中叶

以后的事。清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，到清末，按照冯桂芬

的说法，已是“义庄之设普天下”①

族田是一个总称，具体细分则有：义田、义庄田、祭田、祠田、墓

田、烝尝田、赡族田、润族田、学宗田、祀田、义塾田、书田等名目。

张研先生认为上述各种名目的族田，大致可划分为三类：义庄田，

系“合族养生之产”，用于赡养族人；义田，为“宗族互济之产”，其收

入除用于祭祀外，主要是周济“亲族之贫 尝乏者”；祭田（祀田、

田）、墓田、义塾田（学宗田、书田）等，为“宗族族用之产’，其用途从

名义上即可看出②。

苏南族田不仅分布广，而且所占土地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。

据张研先生统计，自明末至清光绪年间，太仓州共建各类族田

处，苏州 为道处，松江府 处，常州府 府 处。其中将近

光以前所建。各处族田占有的土地数量相差悬殊，少则十几亩、几

十亩，多则达数千亩。其中苏州府不仅是族田数目最多的地区，也

是宗 亩以上族大地主最多的地区，如太仓州没有一处土地在

的族田，松江府仅 处，常州府是 处， 处。据苏州府则高达

民国《吴县志》，道光二十年以前，吴县主要义庄 处，千亩以上者

有 处，其中范氏义庄占田达 亩；元和县主要义庄有 处，

处；长洲县主要义庄 处。再千亩以上者有 处，千亩以上的为

据光绪《常熟昭文两县合志》，两县重要义田 处， 处占田在千亩

以上。还需要指出的是，上述义庄中，即使不满千亩者，除元和陈

①冯桂芬：《汪氏耕萌义庄记》，《显志堂稿》，卷四。

张研：《试论清代江苏的族田》，《历史论丛》，第五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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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义庄占田 亩外，其余均在 亩以上，这种情况在其他各府

州是很少见的。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，当与族田设置者的身份有

关。捐置族田者既有身份地主，也有庶民地主。一般来讲，松江、

常州、太仓等府、州族田的捐置者以非身份地主和身份地主中的绅

衿地主为多，换句话说，即以中小地主居多，族田的数量往往受到

政治地位和经济势力的限制。苏州府则是缙绅地主特别集中的地

区，规模较大的义庄往往都是由现任、卸任官员或历代诗书簪缨的

世家大族设置的。

地主阶级主要通过哪些手段来占有土地呢？

利用优免特权扩充土地，这是身份地主特别是缙绅地主兼并

土地的主要手段之一。明代历朝都有对官僚地主“按级优免”的法

令，如嘉靖二十四年规定：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，人丁三十丁；二品

免粮二十四石，人丁二十四丁；三品免粮二十石，人丁二十丁；直至

九品免粮六石，人六丁。内官亦照品级优免，外官各减一半，教官、

监生、举人、生员各免粮二石 。到万历时，免粮改为优免，人二丁

田额，京官一品至九品，优免二千亩至二百亩不等，外官减半，致仕

者也可免十分之七。清初沿用明代的规定，顺治五年颁布的《官儒

户优免则例》即完全照抄明嘉靖二十四年的规定。事实上，各地在

执行中，比上述规定还要宽厚得多，如松江府南汇县，“生员旧例免

田四十亩，举人八十亩” 。嘉定县“顺治间沿明旧例，进士户田二

千四百亩，举人户田一千三百亩，编立宾号；生员户田一百七十亩，

。缙绅编立归号，⋯⋯有司例不征比” 地主还可以倚仗权势或买

通官府，“上户诡为中户，中户诡为下户，甚者上户竟等下户” ，

①《明会典》，卷二十，《赋役》。

光绪《南汇县志》，卷二十二。

③光绪《嘉定县志》，卷三十二。

④万历：《常州府志），卷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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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田连万顷不役” 。他们利用这些特权，大量投托和诡寄，我们经

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：“自贫儒偶躐等科举，辄以县大夫干请书

册，包揽亲戚、门生、故旧之田实” ；“乡宦年久官尊，一族中俱收

官甲（徭役“历来只编民户，不及官甲” 引者）。复有亲戚、门

下、狎客之田，动辄拖赖” 。梁方仲先生在《明代粮长制度》一书

中，曾列举常州府宜兴县的情况，该县有田一万数千顷，属于外郡

，属寄庄户的田占 于缙绅优免户的田占 ，两者相加达

。身份地主接受投托、诡寄的目的是为了兼并土地，因为投托

者是将自己的家口连同家产一起寄托在缙绅名下，他们的田产实

际上已归地主支配，自己沦为受人支配的客户，故康熙元年江苏巡

抚韩世琦指出 “豪强兼并之家，膏腴满野，力能花诡避役，以致富

者越富。”④

利用权势强取豪夺，这是身份地主兼并土地的又一手段。在

明代万历中，嘉定、青浦间，有一寡妇“薄有资产，子方幼，有侄阴献

其产于势家”，而“其他小民被豪占而不得直者，正不知凡几矣” 。

无锡有周后者，“弱冠丧父”，里中莠民“夺后田百亩以媚世家” 。

这里的“势家”何所指，是不言而喻的。据海瑞说，他出巡松江时，

百姓告乡官夺产者达数万人 ，可见这并非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。

我们再看看清代的情况，康熙七年昆山县民秦旋家有“肥田一百五

十七亩，栖房二十二间”，刑部尚书徐乾学指使豪奴徐仰田、徐吉

甫，“挜米七十石假旋代庖领放”。秦旋畏徐府虎威，被迫领受，当

①康熙：《吴江县志》，卷十。

②范濂：《云间据目抄》，卷四。

③光绪《南汇县志），卷二十二。

④《同治重修苏州府志》，卷十三。

⑤赵冀：《甘二史札记》，卷三十，《明乡官虐民之害）

光绪：《无锡金匮县志》，卷二十四。

海瑞《被论自陈不职疏》，《海瑞集》，上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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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即还白米一百石，“子母已全”。但到康熙九年，徐府却指称秦旋

少利米四十石，“二载盘算，共计一百六十石，（将秦旋）擒身牢阱，

非刑拷打三昼夜”。秦旋“挽腹亲沈悦公等圈写命田栖房二契，准

折共价银二百 。徐府零五两，登时钉田封屋，立逐远 就这迁 样”

采取强迫领米，重利盘剥，严刑拷打，贱价估产的手段，强占了秦家

的田产房屋。这是缙绅地主霸占小地主田产的事例。顺治、康熙

年间，无锡、金匮两县的生监，出入县庭，把持官府，鱼肉乡民者，有

十三太保、州桥七棍之称，他们“上以邑绅之不肖者为靠山，下以各

乡之土棍为爪牙，乡民有讼事则土棍牵引令投此辈为之主，先以甘

言慰之，而阴量其家之厚薄，产不垂尽不得 。这是生监勾结也”

结官府和缙绅地主谋夺小民产业的事例。

购买土地，是明中叶以后，特别是清代以后地主阶级占有土地

最主要、最经常使用的手段。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

就是土地可以买卖，明代中叶以后，随着商品经济发展，货币经济

更加经常地侵蚀土地，土地的买卖越益频繁。身份地主除了倚恃

封建特权巧取豪夺土地外，也大量购买粮田，特别是到了清代，清

政府采取限制江南缙绅地主的政策，从顺治时期就开始酝酿废除

功名地主的优免特权，如顺治十四年“部臣议请自一品至生员吏

，止免本身丁徭，其余丁银仍征充饷” 。康熙初年以后，江苏巡

抚韩世琦开始在各县“论田起役”，到二十四年，清廷下令“直省绅

衿田地，与民人一便差徭” 。这样，身份地主的优免特权就完全

被否定了。此后，地主阶级主要是通过购买来扩充土地。即使如

徐乾学这样的大官僚，其土地的大宗也来自购买，他一次就购进慕

①《为官奴强占血号宪殛事》，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五辑，

第 页。

②黄印：《锡金识小录》，卷一

③《清文献通考》，卷二十三，《职役考》五。

④《清文献通考》，卷二十三，《职役考》二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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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颜田一万亩就是明证。至于一般的庶民地主，多系自耕农或佃

农上升而来，如常熟归椿“，夫妇晨夜力作”，到晚年有田数千亩①；

吴江“明农者”，善修水利，以致高厚“，二十里内有起白手致万金者

百家” 。这一类“力穑致富”的地主，其土地可以肯定基本上是通

过购买而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时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开

始大量流向土地，商人和高利贷者成为兼并土地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其原因有二：其一，随着整个社会人口急剧增加和手工业发展导致

的城市人口的增加，使得粮食的消费量猛增，而土地面积和单位面

积产量的增加，均远远跟不上粮食消费量的增加，使得粮价持续上

升，经营土地越来越有利可图，故有人说“粮价腾贵，益见田之为

利”。其二，地租剥削不仅比经营手工业收入高，较之商业利润

和高利贷利息，也是一种稳妥而少风险的剥削，可以得到社会和政

治的保障。故而，“凡置产业，自当以田地为上，市廛次之，典与铺

又次之” ，成为商人和高利贷者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。乾隆初有

人指出：“近日富商巨贾挟其重资，多购买土地，或数十顷或数百

顷。” 反映在苏南地区，如乾嘉之际，无锡商人王锡昌以经商致

；高利贷者薛某以开设典当及贩运粮食起家，富，购田三千多亩

买田四万多亩 。明代中叶以后地价的起伏波动和地权的频繁转

移，正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地主阶级购买土地的情况。

最后，我们顺便探讨一下自耕农的情况。如前所述，明代中叶

以后，土地兼并大大加剧了，自耕农首当其冲，成为兼并的对象，大

①归有光：《归府君基志铭》，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十九。

②朱国桢：《涌幢小品》。

③黄印：《锡金识小录），卷一。

④钱泳：《履园丛话》，丛话七，“臆论”

⑤乾隆五年胡定奏，清代户部档抄。

齐学裘：《见闻随笔》，卷十六。

余霖：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》，《新创造》第二卷，第十二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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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的自耕农转化为佃农或成为流民。苏南地区特别严重。以至于

到明末出现了“吴中之民，有田者什一，为人作佃者什九”的情况。

清初，就全国而言，一度出现了自耕农大量增加的现象，其主要原

因有三：一是鼓励垦荒，承认垦荒者的土地所有权“，永准为业”；二

是明代王府、贵族庄田的佃户，由于清政府实行“更名田”的政策，

取得了土地所有权；三是明末农民起义军转战各地时，镇压了一批

官僚地主，一部分佃户得到了土地。但苏南地区并无多少荒地可

垦，也无王府、贵族庄田，农民起义军的兵锋也未进抵苏南，因此，

苏南地区自耕农的数量并未增加。康熙帝于康熙四十三年（

年）经过南巡考察后，认为：“田亩多归缙绅之家，⋯⋯约计小民有

恒业者之三四耳。” 这里所谓有“恒业”之小民，也未必全是自耕

农，还包括了中小庶民地主在内，由此可见，苏南地区的自耕农数

量极少，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足以说明自耕农情况的材料。从现

存的一些关于土地买卖的档案材料中，我们或许可以寻到一些蛛

丝马迹。据乾隆刑科题本租佃关系史料之三《清代土地占有关系

与佃农抗租斗争》所收土地买卖档案，涉及苏南地区者仅六笔，其

中溧阳县 亩，武进县刘文龙有陈曾七“家中穷苦”，仅有祖遗田

田 亩，宜兴县凌云鹏仅有土地 亩，镇洋县殷姓寡妇卖出其

丈夫之遗产 亩，从史料本身分析，以上四位田主再无其他土

地，均够不上自耕农，只有镇洋县张庄有田 亩，常熟县卢明岗有

亩，可算得田 上是自耕农，然而皆被迫将土地出卖。再从现存

苏州博物馆乾隆、嘉庆年间的土地买卖档案来看，大部分皆小额交

易，其中吴江县张佩兰卖出土地 亩，在卖出土地之前算得

上自耕农。

①《东华录》，康熙四十三年正月辛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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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末清初的租佃关系

如上文所述，苏南地区的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阶级特别是缙

绅地主占有，其耕种方式主要有三种：使用僮仆耕种、雇工耕种和

出租给佃户收取地租。前二者不占主要地位，我们将在下文有关

部分论述，这里主要探讨租佃关系。

明清时代，租佃关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剥削关系，特别是

在苏南一带，由于土地高度集中，自耕农极为稀少，绝大部分农民

沦为地主的佃户。如苏州府“为人作佃者什九”，“乡间富户田连阡

陌。合一二里饥饿之民，皆其佃 。松江府“无田而佃于人者，户”

十之五六” ，官僚大地主往往拥有佃户不下万人③。常州府“农之

家什九，农无田者什有七，田于人曰佃” 。

地主剥削佃户的主要方式是地租。众所周知，封建社会的地

租有劳役地租、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形态，这三种地租形态，

在苏南产生的时代有先有后，有的已趋向没落，有的正兴起，其中

主要是实物租。

劳役地租是最简单的地租形态，明清时期已处于没落阶段。

苏南地区更属罕见，但并未绝迹，而且与实物地租、贷币地租结合

在一起，以满足地主劳役的需要。如宝山县须四租种章洪土地三

亩，即“议明以一亩作工抵租，其二亩每年还租银二两四钱” 。

实物地租又可分为两种，即分成租和定额租。分成租为实物

租的低级形态，明清时期就全国而言虽然还占重要地位，但苏南地

区已不多见。定额租是实物租的高级形态，也是苏南地区最主要

①张莹：《西园闻见录），卷四十

光绪《重修金山县志》，卷十七。

③范守己：《御龙子集、曲洧新闻》，卷二。

④嘉靖《江阴县志》，卷四

⑤乾隆刑科题本租佃关系史料之 页。一《明代地租剥削形态》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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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地租形态。乾隆时期，两江总督那苏图曾指出：“北方佃户计谷

均分，南省江北各属亦多如此。大江以南则多系计亩收租 直。”

隶总督孙嘉淦也作过类似的描述：“江南业主自有租额，其农具、籽

种皆佃户自备，而业主坐收其租；直隶则耕牛、籽粒多取给于业主，

那、孙二人所言虽然不秋收之后，视其所收而均分之。” 无以偏

盖全之嫌，但对苏南地区而言，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

实物定额租，指的是佃户按租种的土地面积，向地主交纳规定

数量的实物地租。“其租额之多寡，系各视其田之肥瘠及彼处斛种

之大小斟酌而定，本属历来相沿之旧额，虽更换业主，佃户总照旧

额立约输租。其额亦人所共知” 。那么苏南的地租额是多少呢？

顾炎武称，苏、松二府“一亩之收，不能至三石，少者一石有余，而私

租之 。这里说的是明末的情重者至一石二三斗，少亦八九斗”

况。在清代，据陶煦记载，在同治二年之前，亩产量无大的变化，租

额为一 。顾、石五斗，此乃虚额“，例以八折算之”，实为一石二斗

陶二人都是就吴中总的情况所作的概述，下面我们看看各地的具

体情况。

。昆苏州府吴江县“每田之亩，起租一石至一石八斗” 山县

“小民佃种富家田，亩输租一石” 。松江府东西两乡土地肥瘠和

水利灌溉条件不同，“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”，产量可达二石五斗

左右“，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”“，东乡田高岸陡”，不利灌溉，即使

丰年，“每亩不过收一石五斗”，“故取租多者八斗，少者只黄豆四、

①《康雍乾时期 页。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》，上册，第

②《孙文定公奏疏》，卷八。

③《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），上册 页。，第

④顾炎武：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卷二十三。

⑤陶煦：《周庄镇志》，卷四。

弘治《吴江县志》，卷四。

（明宣宗实录》，卷六，洪熙元年闰七月。



第 16 页

五斗耳” 。“华（亭）娄（县）青（浦）邑，亩收三、四钟，皆石外起租，

甚至一石五六斗者比比。独上海上田不过一石一二斗，次则八九

斗，下至六斗起租耳” 。常州府武进县，低田“凡为民间田佃种

者，乃率完租米一石，⋯⋯其高田民间佃种者，率完租七八斗” 。

江阴县“重者租米一石，轻者三四斗” 。

上文所记，大多为明代情况。有人认为自明至清，地租有逐渐

加重的趋势，对照乾隆年间的租佃契约和其他档案，此说恐怕值得

推敲，因为我们从档案中尚未见到有租额高达一石五斗以上者。

如苏州博物馆藏乾隆年间屈氏慎余堂租佃契约，从其中明确载明

田亩数与租米数的契约来看，水田一般为一石略多一些，最多为一

石二斗，水荡为七斗到八斗之间。旱田则纳豆租五斗以上。再从

乾隆刑科题本有关苏南的部分档案看，情况大致相同。如常州金

亩，额匮县 租 石； 石辛关租田 亩租 ；太仓州艾昌租

田 石。亩租约亩，还租 石 ；江阴县王文学租田

斗，亩租 亩，还石 ；昆山县亩，还租 刘太弟兄租田

租 石，亩租 石 。因此，参照不同时代的记载，我们认

为明 左右，个清时期租额的变动是不大的，一般在收获量的

。别地区高于此数，甚至达到 但是，必须指出的是，对佃户的

剥削，并不仅限于地租，其他名目甚多，我们将在下文论述。

货币地租是地租的高级形态，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。明

①何良俊：《四友斋丛说》，卷十四。

②叶梦珠：《阅世编》，卷一。

③顾炎武：《天下郡县利病书》，卷二十三。

④正德《江阴县志》，卷七。

⑤《清代地租剥削形态》，下 页。册，第

《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 页。佃农抗租斗争》，下册，第

页。同 第

《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》，上册，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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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中叶以后，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些地租征收贷币的零星记载：如大

学士徐阶仅在华亭一县便岁收租米一万三千石，“岁租银九千八百

。上海县盐田改种粮食以后，皆成“本管总催及余两” 造册书手

之田”，“各场岁办盐课，俱是总催各以所管田地滩荡，召附近贫民

耕晒煎，收其租银，纳场解送运司” 。太仓州的一些棉田，按米租

折银交纳，原租米一石折银不逾一两。 常熟的一些棉田也有“三

麦七豆，折银交纳”的记载 。此外，密迩苏南的浙江湖州桑田，据

张履祥《赁耕末议》中所举租佃契约，有应纳“桑租几两几分几厘”

的内容⑤，苏南部分地区可能也有类似情况。不过，对这些史料，

我们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。太仓和常熟的棉田，属于折租，其基

础仍是实物定额租，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货币租。徐阶所收租银，

估计也属此类情况，只有上海盐田和湖州桑田，是真正的货币租，

但前者属特殊情况，因为盐课本就是纳银的，后者则只限于桑田，

张履祥所举契约中的粮田仍收实物租，因而均不带有普遍意义。

据此我们认为货币租在明代尚处于萌芽状态。

人们往往认为，到了清代，特别是康、雍、乾时期以后，随着“摊

丁入亩”的实行，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，以及城居地

主的大量出现，为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进一步转化创造了条件，

因此，清代的货币比明代有了新的发展。就全国而言，应该承认确

有此种发展趋势。但具体到每一地区，则并不尽然。《中国资本主

义的萌芽》一书的作者，根据刘永成同志和李文治同志在研究清代

地租形态过程中提供的清代刑部档案，列出了乾隆、嘉庆两朝的地

租形态表，依据此表，偏远的东北地区货币租的比例最高，达

①范守己《御龙子集、曲洧新闻），卷二。

②顾炎武：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卷二十二

③崇祯《太仓州志》，卷四十。

④郑光祖：《一斑录 杂述》。

⑤张履祥：《杨园先生全集》，卷十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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